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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

邹　 铖

内容提要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 １９４１ 年，对敌后作战原则问题，中共高层存在看法上

的微妙差异。 毛泽东虽然不排斥运动战，但显然更坚持游击战的方针，彭德怀等人则在游

击战外，更加强调运动战的必要性。 正因此，１９４１ 年前八路军在作战上不可免地带有一

些运动战色彩。 前方所以长期重视运动战，关键在于很长时期没有完全摸清日军战斗力

的底。 而毛泽东所以信赖游击战，却对前方的运动战予以包容，和没有完全摸清日军战斗

力的底也不无关系。 随着百团大战结束，中共高层普遍意识到此时与日军进行过多、过大

规模运动战尚不现实。 １９４１ 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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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爆发后，对八路军出师后的作战原则，中共高层大多认同游击战为基本方针，不过在

具体实施上存在差异。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在即将到来的对日作战中，八路军以“独立自

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基本原则。 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刘伯承等人则提出“运动游击战”应成为

八路军进入抗日战场后的作战原则。 会上，两种意见出现各自表述局面。 最终，对八路军在抗战中

的作战原则，中共高层未能在会议中完全达成一致。 八路军进入华北后，也就不免存在分歧，直至

１９４１ 年底才真正完全统一了认识。 那么，在当时中共高层中，为什么对八路军作战原则长期存有

不同意见呢？ 他们之间的看法又是如何走向完全统一的呢？
目前，关于这些问题，学界已有一些讨论。 田玄认为，在作战原则上，抗战时期，毛泽东与彭德

怀等人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毛讲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原则，和彭等

人提出的“运动游击战”原则是一致的。 所谓彭与毛军事意见存在不一致的观点有误。① 然而，如
果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之间的认识没有分歧，那么，为什么双方又要对同一个内容的作战原则冠以

两种不同名称呢？ 从常理上来说，这是没有必要的，完全否定双方间的分歧不符合历史的实况。 这

一点，在 １９４３ 年夏召开的一二○师军事教育训练会议中，贺龙有过说明：“抗战刚开始时，毛主席就

指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但是，后来由于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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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讨论，可参见田玄《彭德怀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考析》，《军事历史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为彭德怀

“运动游击战”问题历史公案一辩》，《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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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鬼，改成了什么运动游击战，还有什么游击运动战。”①

与田玄不同，杨奎松肯定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在作战原则上存在分歧。 不过，随
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为敌后作战原

则，双方意见就大致统一起来了。② 揆诸相关材料可以看出，杨奎松的结论仍有可议之处。 在《论
持久战》面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在报告中仍旧使用“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

动战”。③ 如刘伯承在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完成的《抗战一周年的战术报告》中写道：从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至 ７
月，部队战术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深入传达了运动游击战指导原则”。④ 而在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底下发的

《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中又指出：“在军事上，分队起侦察、防谍、钳制、疲敌、耗敌作用，干队起袭

弱、机动、突击作用，实行合量的游击运动战。”⑤据此可见，在这一时期内，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的

看法还是有一些不同。
在田玄与杨奎松之后，黄道炫不但肯定了全面抗战前期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在作战原则上存

在分歧，而且指出这与前、后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有关。 毛泽东强调游击战，限制前方的运动

战倾向，在于从全局而言，游击战最适合中共武装力量的生存与发展。 但前方就在地坚持角度看

来，“既然游击战成为战略，那么运动战作为帮助游击的必要手段，也可纳入游击战的战略原则

内”。⑥ 如此解释的确有相当说服力，但严格地讲，依然有些不足。 即当毛泽东认为游击战最适合

中共武装力量的生存与发展时，为什么长期以来仅仅是尝试限制前方的运动战倾向，而没有彻底反

对，甚至有时还要予以包容？ 而前方又为什么相信运动战能够成为帮助开展游击战的有效工具？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体两面性，只有将其讲清楚，才有可能说明白整个问题。

综上所述，对这个问题学界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本文在尽可能充分收集史料的基础上，
尝试重新梳理整个经过，以期更完整、准确地勾勒出中共高层间意见分歧所在及形成原因，并分析双

方何时、因何完全消弭分歧，从而在作战层面上深化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游击战争的认知和理解。

一、 分歧初现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方面立刻觉察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能就此而起，因而迅速行动起来，
尝试加速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以期尽早形成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国团结抗日局面。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８ 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华北，收复失地，表示

红军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对于中共的表态，国民党方面很快做出回应，并透露出将

红军部署于平绥线的意向。 ７ 月 １４ 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令其通过西安行营复电蒋介石，同意红

军“担任平绥线国防”，红军将在 １０ 天内完成出动抗日准备。 同时表示，鉴于红军的特长在运动战

而非防守，故应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红军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 此后，随着日军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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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在军事教育训练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３ 年夏），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文选》（上），军事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版，第 ３４２ 页。
参见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当时，在前方负责实际军事指挥的彭德怀等人，对作战原则有“运动游击战”与“游击运动战”两种说法。 根据相关材料

可知，这两种说法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彭德怀讲道：“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把它叫作运动游击战，或叫作游击运动战。”参见《彭德

怀自述》编辑组编《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２２７ 页。
《抗战一周年的战术报告》（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７ 日），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刘伯承军事文选》（１），军事科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６３ 页。
《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刘伯承军事文选》（１），第 ３７７ 页。
黄道炫：《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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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兵平津地区，中国避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７ 月 ２８ 日，毛泽东和洛甫又致电负责国共

谈判的周恩来等人，令其由云阳回到西安后，通过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八月十五号前编

好，二十日出动抗日”，“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① 可是，到了 ８ 月 １
日，毛泽东的态度却有所变化，调整了红军的出兵时机、规模、参战后的作战原则及承担的任务。 在

当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他指出依当前敌我情况，应让国民党方面同意红军“在整个战略方针

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

受束缚。 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

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 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

之”。② 导致毛泽东这样调整的主因，是其对敌我情况的认识有所变化。
七七事变爆发前，红军未与日军交过手，毛泽东虽知道日军远强于国民党各派系军队，但并不

了解日军真实的战斗力。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以往战争经验，结合一些对

日军战斗力的估计，近乎本能地认为红军应避免打阵地战而行运动战。 不过，随着平津陷落，毛泽

东第一次感受到了日军的强悍程度。 当时，驻防在平津、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宋哲元的二十九

军，出自有能打善战之名的西北军系统。 中央红军中擅于打防御战的红五军团，就是由原西北军将

领孙连仲的部队为基干组成的。 所以，毛泽东对二十九军的战斗力是有一些具体认知的。 可是，集
结在平津一带加上后方机关总计不过 ２００００ 人的日军，仅用两天时间，就突破了二十九军 ３ 个师的

防线，占领了北平、天津，其攻击之犀利令人震惊。 客观地说，平津陷落并没有出乎中共领导人意料

之外③，但陷落的时间应该大大早于他们的预期。 由此，毛泽东也就不能不重新评估之前提出的出

兵时机、规模与作战原则，向更加稳健的方向靠拢。
对于毛泽东的调整建议，云阳红军总部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 ８ 月 ４

日，他们联名致电毛提出：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

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三师主力

出去仍可节约使用）”。④ 对此，毛泽东立刻复电作进一步说明。 对于承担的任务，毛泽东着重指出

红军应“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因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独当

一面。 不过，在作战原则上，可采取“游击运动战”。 而对出兵时机与规模问题，毛泽东则强调要顾

及“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 同时，闽粤边区何鸣部被缴枪的消息，又令毛感到国民党合作诚

意不足，对尚未完全解决的后方问题实有给予足够重视的必要：“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

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

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因而，毛提出必须坚持“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 在此大前提下，可向

国民党方面“承认开拔主力”，即少则 １ ／ ２、至多 ２ ／ ３ 的力量可派出参战，但具体“对蒋不说几分之

几”。⑤ 很明显，虽然在出兵时机、规模与作战原则问题上吸纳了朱德、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意见，但
整体而言，毛泽东在复电中向朱、彭等人作出的让步还是有限。 之后，应是考虑到电报中寥寥数语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３、６—７ 页。
《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

（２），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２０ 页。
朱德在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分析全面抗战初期战局可能之发展趋势时说：“对付日本人的进攻，第一道防线应该是北平、天

津地区，内蒙古和沿海，这些战线也许会守不住，后一道防线将是黄河防线。 北方的部队及其领导人根本不行，一旦打起来，这些

部队就会接二连三地被消灭。”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６４２ 页。
《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４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周恩来军事文选》（２），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７ 页。
《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５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２），第 ２５—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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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把所有问题展开说透，特别是对作战原则还有更进一步斟酌的必要①，故毛泽东又于 ８ 月 ８ 日

电告彭德怀、任弼时：“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②，希
望当面把话讲清楚。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２２—２５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
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等 ２２
人。 在会议上，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目前虽尚不能看见洛川会议上中共领导人的发言全文，但
从相关人物年谱、传记等资料中，已可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及聂荣臻 ７
位关键人物的讲话要点，故笔者在此将它们整理成表 １，以利进一步梳理与分析。

表 １　 洛川会议上中共主要领导人发言要点

发言人 发言内容

毛泽东

“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红军的作战地区在

晋察冀之交，受阎锡山节制，红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１、创造根据地；２、钳制与消灭敌人；３、配合

友军作战；４、保存与扩大红军；５、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应适用游击战与运动战，还有

红、白军共同作战”，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

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 “我们就是要插杨柳，
让老母鸡下蛋。 立足自己，吃饱了饭再说”。 “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

性。 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③

朱德

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 “我们要谨防扒手！ 但过分防了也会限制自

己。 看清楚，我们自有办法”。 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 估计日本［军队］是外

国军队，便利我们的行动。 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 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

（指国民党军队）败了，不好”。 “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不能速决。 持久战，主要

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
“日军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 并且在群众方面、地利方面，白
军作战都要失掉一些效用［红军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华北方面地势也有可能发展

游击战争”。 “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我们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

东”。 “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④

周恩来

“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
“今天是要使国民党的战略不束缚我们自己的战略方针。 这不仅是军事问题，将来还有政治问

题、全国群众工作问题”。⑤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８ 日发出于洛川举行会议电后，次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各部门负责人即先行召开了一次会议。 毛

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 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

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显然，这与 ８ 月 ５ 日复电中对作战原则的表述存在差异。 据此，
可大致推断，在 ８ 月 ５ 日提出“游击运动战”原则后，毛很快又进行了重新思考，并认为对作战原则还要进一步斟酌。 逄先知、金冲

及主编：《毛泽东传》（２），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６５—４６６ 页。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 １２ 页。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２），第 ４６８ 页；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３７３ 页；《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 （中），第 １６ 页；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新世界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６１ 页。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４７９—４８０ 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１），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１１ 页；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第 １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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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发言人 发言内容

彭德怀

“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
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 “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 在战术上要很谨慎，在
胜利把握较多的时候，集中优势于敌人的力量来袭击敌人，用广泛的开展武装农民来掩护游击

战争”。 “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

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①

任弼时

抗战是长期的战争，“红军要保持战争的领导，一方面要发挥我们特长，一方面要保持我们的力

量”。 在战争中“争取独立自主”，“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这样，“对增

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部队均有关系，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②
刘伯承 “我们的游击与运动要配合”，作战上还是“运动游击战”。③

聂荣臻

“１、军队出动与战略问题：现在我们是整个阵线之一部，另外同日本作战，应时时顾到我们不要

吃亏，因此战略上采取山地游击战，基本上要有独立自主，否则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可能发生问

题。 出动兵力为着很快地创造根据地，力量更大，影响更大，以前线的力量来争取条件，也是可

以的；２、游击支队问题：大的游击队……小的游击队繁殖，应尽量与东北及其他地方的游击队打

通，并派人去。 现在干部对游击战争，独立的工作（能力）比以前差，在敌人后方的基础还是靠当

地；３、外交问题：我们有许多关系，应进一步派人去工作，做军队中的政治军事工作；４、财政问

题：各方面的经费都不够，以前是从地方筹粮，现在出动，再等是不可能也不应当的，开始应争取

人民，不要侵犯其利益。 战斗员生活上应同蒋介石士兵平等，否则工作不好做，并且给敌人以挑

拨间隙。 现在应多想点办法，如国际方面，募捐是可以的”。④

由表 １ 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在战争形势与自身战略发展方向上，中共高层基本认定抗战是一

场持久战，华北主要地区的沦陷已不可避免。 红军应深入日军侧后方，发动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

益，组织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充武装，牵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并最终将自己的活动地域

扩展至全华北。 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中共高层的看法也近乎一致。 在统一战线中，要保证自己的独

立自主性。 在军事、政治及群众等各方面工作中，不要被国民党束缚。 不过，对八路军出动时机、规
模及参战后的作战原则，中共高层中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在出动时机、规模上，毛泽东强调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阶级警惕性，红军出动的缓急与规模要

视国民党的态度与表现而定。 对此，朱德与聂荣臻有一些不同意见，认为尽快、尽可能大规模出兵

可能更有利。 在朱德眼中，新形势下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只要保持警觉性就不会出大问题。 出兵不

宜过分迟缓，以免阻碍自身发展，及对国共两党两军的团结合作带来消极影响。 聂荣臻则认为，前
后方问题完全可以联系打通，通过积极出兵、建立根据地、增强力量、扩大影响，来创造解决后方问

题的条件。
相较于出动时机、规模，中共高层在作战原则上的分歧就更大一些。 从毛泽东的讲话———红军

参战后，“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０３

①
②
③

④

《彭德怀全传》（２），第 ３７５ 页。
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第 １６２ 页；《彭德怀全传》（２），第 ３７５ 页。
田玄：《彭德怀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考析》，《军事历史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第 ５６ 页；胡哲峰、于化民：

《毛泽东与林彪》，第 １６２ 页。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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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着重于山地）”———能够看出来，在作战上，毛泽东不仅把重点置于山地游击战，而且尝试尽可能

地减少运动战所占比重。 从文字上看，把“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一句，理解为“运动战”的同

义语，当然是没有太大问题。 不过，从执行层面而言，选择使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而放

弃“运动战”一词，却很可能收到不同的效果。 由于来自上级的指示中没有明确提出“运动战”，那
么下级在贯彻方针的时候，出现只打游击战、不打运动战倾向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对此，经验丰富、
心思缜密的毛泽东不可能想不到。 因而，毛泽东此举意图明显在最大限度弱化、淡化运动战作战方

式。 这样做的基本出发点则与 ８ 月 １ 日的调整一样，仍旧是求稳健，以获取既能辅助国民党军正面

作战，又“时时顾到我们不要吃亏”、发展自己力量的双赢。
对毛泽东的意见，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及刘伯承均不同程度表示了异议。 在他们看

来，日军虽有武器精良的长处，但也有战斗经验缺乏及身处异国无社会基础等诸多弱点。 红军若能

保持足够谨慎，并利用日军这些弱点，调动日军，发挥自身运动战的特长，是可以在自身力量不受过

大损失的同时，取得较大战果的。 换言之，朱德、彭德怀等人估计，尽管整体实力上日军属于强者，
但并非强到完全无懈可击、占不到任何便宜的地步。 而且，就实际效果来说，打运动战、消灭日军，
是有助于扩大自身影响、提高地位、发展力量、巩固统一战线的。 因此，朱、彭等人认为，红军还是可

以采取“运动游击战”作战原则，努力抓机会打一些运动战的。
综上所述，洛川会议上，中共高层在出兵时机、规模及作战原则上仍存在不同意见。 作战原

则上的不同认识又是讨论的焦点。 最后，对出兵时机、规模问题，基本上是以毛泽东的思路为方

针来解决的。① 而在作战原则问题上，由于对日军战斗力不完全摸底，毛泽东的谨慎意见最终未

能得到完全认同。 红军在作战中到底应该以何种原则为指导，也就只能留待作战实践中逐渐调

整了。

二、 毛泽东包容前方

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战，是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的辎重部队。 当时，意识到八路军上下

都存在的强烈求战欲，毛泽东也只好同意暂时集中一部兵力打击运动中的日军。 通过平型关战斗，
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第一次实际了解到日军武器装备和技战术优势，也体验到了日军战斗意志的顽

强。② 林彪在战后总结报告中写道：

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

人……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 战后只见战场上

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 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③

１３

①

②

③

毛泽东在１９３７ 年９ 月 １ 日致周恩来电中，指出：“第一二九师非待国共间各主要问题解决后决不出动，这种部署是完全正

确的。”在 １４ 日致林伯渠电中，为蒋鼎文催促一二九师上前线一事，又说：“一二九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确。 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

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另外，从数量上看，八路军最后大概出动了 ２ ／ ３ 的力量上前

线，剩余 １ ／ ３ 驻防陕北。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 １８、２１—２２ 页。
参见《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各师的部署致中央军委、周恩来等电》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６７ 页；《平型关战斗详报》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１６），国防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４３ 页。

《平型关战斗的经验》（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４），中央

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５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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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居然如此强悍，显然是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们没有想到的。 不过，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争取

机会打一些运动战的主张。 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发出的华北形势和八路军任务指示中，华北军分

会仍旧要求各部：“正确的运用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歼灭敌人。”①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毛泽东所讲的“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彭德怀则主张：八路军“在战略

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② 面对这样的情势，毛泽东不得不在会下

与彭德怀进行沟通。 关于这次沟通的结果，现有研究认为，由于毛泽东吸纳了彭德怀的一些意见，
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一句，所以，彭也表示满意。 不久，
随着《论持久战》问世，双方的意见基本达成了一致。③ 然而，这个结论并不十分准确。 此次沟通后

双方所达成的“一致”仅存在于表面，分歧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这一点从毛泽东和彭德怀、刘伯承

等人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１９４０ 年底完成的文稿中可以看出。 为便于比较和辨析，笔者重新整理毛泽东

和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在这一时期的相关论述，制成表 ２。

表 ２　 中共领导人关于反“扫荡”与战略相持阶段作战的论述

　 　 　 论题

论述人　 　 　
关于反“扫荡”阶段 关于战略相持阶段

毛泽东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

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 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

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

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

打破的。 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

战。 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

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

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 敌人虽强，经过多次

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

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一路打破之后，
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

攻”。④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

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

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

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

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

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

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

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

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

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 在这

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

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

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

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

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 所有

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 “大
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

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

战，也在这个时候”。⑤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

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５０ 页。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８９ 页。
参见《彭德怀全传》（２），第 ３９９ 页。 另外，杨奎松也注意到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自己最初的提法做出了补充与修正。

之后不久，随着《论持久战》的面世，双方意见统一起来。 参见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２、１２６—１２７ 页。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１９３８ 年 ５ 月），《毛泽东军事文集》（２），第 ２５５ 页。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１９３８ 年 ５ 月），《毛泽东军事文集》（２），第 ２５７—２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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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论题

论述人　 　 　
关于反“扫荡”阶段 关于战略相持阶段

彭德怀、
刘伯承、左权

彭德怀：“当敌人进行围攻‘扫荡’时，我们采取内线作战

和外线作战原则。 我们虽居于内线作战地位，但不应当

为这种情势所束缚。 主力要适时运动到敌人侧背后方，
正面则以小股节节抗退，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运动防

御’的办法。 我们的目的是使敌人分进合击，扑一个空，
在敌之运动中间选择敌之弱点，集中主力歼灭其一路或

数路。 如果敌人各路已进至利害变换线，而没有暴露可

乘之机，那我们就要丝毫不犹豫地坚决变换地位，要避免

任何被迫进入战斗的情况，要用自己的积极动作，改变敌

人的部署，为我们造成有利的条件”。 “一般地说，我们

应当消灭敌人一个大队（营）为主，使敌人至少要以一个

联队（团）为单位作一路进攻”。①
刘伯承：“诸游击队（地方的或基干军队分遣的都在内）、
自卫队是担任消耗敌人任务的”，“基干军队应在游击集

团协助掩护之下，担任起消灭敌人的任务”。 “在定下决

心之时，与其以消耗为目的来打垮敌人一个联队，倒不如

干脆消灭它一个大队较为有利”。 “消灭敌人生动力量，
才是我们野战军作战的主要目的”。 “敌人在分进还不

能合击之前，各路不能彼此策应，尤其是在山地策应困

难，我们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 就是先要采

用积极的手段，选定敌人外翼侧的弱的而不易策应的一

路，很快用大兵力而有重点的合击办法来击破它，并且击

破它的地点和时间又必须在敌预定合击的地点和时间以

外，以免陷于被动的地位。 倘若各路合击的敌人，把我围

在窄小地面将行捕捉之时，那就毫不犹豫地转到被围圈

以外作战”。 “在可能合击敌人时，则抓紧时机，调来合

击敌人”。②

左权：“在山岳地带必须给敌寇单

独活动之大队之兵力以歼灭之打

击，使敌寇不敢以大队之兵力单独

行动”。③
刘伯承：“坚决地向着敌占区和铁

道交通线，对敌伸入之据点则应以

小部坚决地、经常地、真正地接敌

活动，对敌延伸之公路，以小部掩

护自卫队破袭，特别不准敌人修成

由南到北与铁道平行的汽车路，而
将基干军队和游击队不断输派，辗
转破袭平汉线”。 “特别是宽大正

面的破击，收效更大”。④

由表 ２ 中毛泽东和彭德怀、刘伯承及左权的论述可整理出两点认识。 其一，在反“扫荡”作战

上，虽然毛和彭、刘都遵照内线作战原则，强调对多路围攻之日军实行各个击破，但在具体落实上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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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进入新阶段的华北战争》（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第 ６８、７２ 页。

《对目前战术的考察》（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我们怎样从一九四〇年向一九四一年迈进》（１９４０ 年），《刘伯承军事文选》
（１），第 ２１１、２１４、３４３ 页。

《战术问题》（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左权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６０２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０１ 页；《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刘伯承军事文选》（１），第 ３０６ 页。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有差别。 毛泽东要求集中部队，通过多次袭击某一路运动中之“扫荡”日军，以逐步消耗并最终逼

迫其后撤，有游击战的特征。 而彭德怀、刘伯承等人专注于集中力量，以迅猛手段在短时间内“吃
掉”一路“扫荡”日军，属于典型的运动战作战样式。 其二，在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着重以游击战

的方式恢复与扩张游击区与根据地，发展力量。 先消灭少量日军和伪军，尔后，如果情况允许，再攻

击日伪军守卫力量薄弱的小城镇和交通线。 至于大规模破击日军基干交通线，一般仅是有帮助正

规军正面作战的需要时才进行。 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的看法与之不同。 对于以一个临时混编步兵

大队兵力窜入根据地内扰乱的日军，他们尝试实施迅速歼灭，并直接将主力部队的攻击重点指向日

军基干交通线，打运动战倾向突出。 总地来说，毛的作战方式是完全围绕游击战做文章，基本点在

“消耗”，手段温和，作战规模小；彭、刘的作战思考更多的是以运动战为中心展开，偏向“消灭”，方
法较为强硬，作战规模也较大。 双方的观点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 至于彭德怀、刘伯承等人为什么

坚持应尽可能抓住机会多打一些运动战，则牵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整个战争的发展趋向与中共的自身定位，要求八路军必须不断经受硬仗的磨炼。 抗战

是一场持久战，不可否认，游击战确实在这场持久较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不过，从战争全局来

看，游击战所起的作用还是辅助性的，只有在主力会战中彻底击败日军，才可获得最后的胜利。
对这一点，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仅仅是游击战争战胜不了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期望在战争中

发挥更大作用的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自然不甘心、亦不愿满足于其领导的武装只能打游击战。 左

权讲道：“要使抗日战争胜利，便要求我军逐渐改善自己的装备，逐渐的提高自己的技术，也就要

求我们的战术逐渐的完善起来。 那种战术不仅是步兵的游击式的，而且是更正规的，是诸兵种联

合的，更富科学内容及富有组织性的战术，简单地说更要正规化起来。”①可见，八路军高级指挥员

在战争中还需要完成另一艰巨任务：把只会打游击战的游击部队提升为可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正

规兵团。
毋庸置疑，游击部队学习打运动战有很好的基础。 １９３９ 年春在山西黎城乔村召开的军事会议

上，刘伯承分析道：

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并无一条鸿沟，而是相互连贯着的……各县区游击集团中的干队，就
是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的雏形，军分区的基本支队，也就是游击队壮大的正规军。 在战术上

说，这些基干支队和县区干队辗转会合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进行突击，就等于正规战的突击

队，而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则等于它的钳制队。 游击队袭击驻止之敌，是向正规战的进攻战斗

发展的；伏击运动中之敌，是向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敌我都在运动之中，而我急袭敌人，这又

是向非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②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实际上，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 在乔村会议上指出游击战与运

动战之间有连贯性的同时，刘伯承还强调：“两者的兵力大小不同，作战的威力也不同，指挥方式也

不同，而战术的范畴，因之也就不同了。 ‘游击战是手工业，运动战是机器工业’。”③因此，游击部

队要真正掌握运动战的精髓，具备进行运动战的条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改善装

备、持续地教育和训练必不可少，连续参加实战锻炼与总结经验教训也同样重要，此即八路军高级

４３

①
②
③

《战术问题》（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左权军事文选》，第 ６０６ 页。
《对目前战术的考察》（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刘伯承军事文选》（１），第 ２０８ 页。
《对目前战术的考察》（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刘伯承军事文选》（１），第 ２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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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员所言：“战斗力之培养，要打，铁匠手杆是打粗的。 只有打，战斗力才强。”①把部队不断投入

残酷的战火中经历考验，是真正提高他们战斗力的必由之路。
其次，对日军进行一些运动战，也有助于八路军在敌后立足和生存。 前文已述，早在洛川会

议上，中共已经明确判断华北地区的沦陷势不可免。 不过，就整个敌后战局而论，让国民党军尽

可能在华北地区多留一段时间，对于掩护八路军敌后展开及创造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持久抗战

局面，还是有很大益处的。 所以，朱德、彭德怀等人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致毛泽东电中提出：“我
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的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 使友军一下子不过黄河，消耗

日寇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②秉承这一思路，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集中一部

兵力在日军侧后方打运动战，以从战役层面有效地辅助国民党军作战。 从最终效果来看，八路军这

一时期的出击，不仅为其战略构想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用实际行动加强了国共两军之间的

团结和信任。 如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底，卫立煌致电蒋介石，为八路军兵员补充一事向蒋进言说：“朱部作

战已久，伤亡日多，恳为转请，准其派员分赴豫鄂皖、湘鄂赣、湘鄂西各边区，继续招募补充兵

若干。”③

当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初步建立根据地后，巩固游击战争的后方———根据地，也就

理所当然地成为八路军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巩固根据地，就要在战略相持期间进行军队整训和

开展各项建设工作，生聚力量，以为反“扫荡”作战打下基础。 而为了较顺利地展开这些工作，
必须保证外部环境相对稳定。 所以，在战略相持阶段，还是需要八路军集中兵力打一些运动

战，以最大程度阻遏根据地向游击区蜕化。 通过围歼闯入根据地中心区内扰乱的小股日军，向
日军高层发出警告，使其不敢随便派遣小股兵力出动扰乱，可以为根据地赢得一段较长的安定

时间。④ 而借助于大规模破击日军基本铁路线和主要公路线，则可动摇其“囚笼”政策的根本基础，
进而遏止根据地在空间上被割裂为小块。⑤ 一言以蔽之，八路军需要“以战斗的胜利换取空间与时

间”。⑥

最后，彭德怀等人坚持八路军要打一些运动战，还与其全面抗战前期对日军战斗力认识不足有

密切关系。 全面抗战前期，八路军总部“对敌人之‘扫荡’，提出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

大队，使其不敢孤军深入；在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使其不敢轻易下乡”。⑦ 从事

后结果来看，八路军总部在制定这一作战要求时低估了日军战斗力。 对此，在 １９４４ 年秋召开的山

东军区军工会议上，性格温和、办事公允的罗荣桓讲得明白。 他说：“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敌人已

开始同我们正面相持，回师加强对其占领区的‘扫荡’，我们当时强调运动战的方针，企图建立正规

的作战，离开了实际，夸大了自己，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⑧对罗荣桓的说法，被卫立煌誉为“忠厚

长者”的朱德表示认可。 在 １９４５ 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作建军报告时，他回顾道：“华北工作在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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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党军建设问题》（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刘伯承军事文选》（１），第 ２９６ 页。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各师的部署致中央军委、周恩来等电》（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八路军·文

献》，第 ６６ 页。
《卫立煌电蒋中正经与朱德等研讨今后战略上应将华北划分为游击战区进行游击战术及切断公路铁道并武装群众及拟

请补充各军所需军械》（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９０１０５ ／ ００００１ ／ ０９７。
参见《战术问题》（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左权军事文选》，第 ６０２ 页。
参见《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刘伯承军事文选》（１），第 ３０１、３１０ 页。
《建设我们的军队（代发刊词）———彭副总司令一九四○年六月四日在 × × 支队排以上干部会上的讲演》，总政治部办公

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５），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４２ 页。
《建军报告》（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 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０８—３０９ 页。
《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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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的整个四年中，对敌估计的偏差在于轻视日寇的力量。”①彭德怀的看法也与朱德、罗荣桓

相似。 晚年，他在自述材料中坦率地写道：“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

一路。 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②

上述彭德怀等负责前方军事指挥的领导人所考虑的问题，毛泽东当然看到了。 有时，他也会从

同样的角度出发，表达出一些与彭德怀等人观点近似的意见。 如忻口战役期间，毛泽东提出一一五

师全力向日军后方交通线攻击计划所蕴含的意图，正是尽可能延续国民党军的正面抵抗时间，为中

共在山西建立根据地创造更好的环境。③ 而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则指出，在
敌后长期的坚持中，游击武装应当通过连续的实战锻炼，提高质量，逐渐学会打运动战。④ 另外，
对日军的战斗力水准，在前方负责指挥的彭德怀等人都无法较恰当评估，身处后方的毛泽东就更

加难以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了。⑤ 但是，毛泽东头脑中异常强烈存在的弱者生存法则，终究让其

无法赞同彭德怀等人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原则，尽可能抓机会对日军进行突击、打运动战的

做法。
一般来说，弱者是否可在强敌环绕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以及生存的好或坏，关键在于强者给弱

者留出的活动空间是大是小，是松还是紧，而这常常又受强者对弱者的态度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
让强者在一定时期内忽视自己，是弱者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存质量要做的最基本工作。 关于这

点，毛泽东早在 １９２８ 年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就已经意识到了⑥，并且在与国民

党各派系对手较量时运用得异常熟练。⑦ 抗战时期，随着敌后整体形势渐趋紧张，面对日军这样一

个军事力量远远强于国民党各派系的对手，毛泽东的弱者意识只会愈发强烈，作战上也就不能不更

加小心谨慎。 在他看来，当日军对八路军了解比较有限的时候⑧，最好还是不要向日军过早暴露实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朱总司令在七大建军报告（初稿）》（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 （下），中国人民大

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 １９８１ 年编印，第 ５１５ 页。
《彭德怀自述》，第 ２３９ 页。
参见《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２），第 ６６ 页。
参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１９３８ 年 ５ 月），《毛泽东军事文集》（２），第 ２５８—２６１ 页。
翻阅当时的材料，可以明显看出，后方对日军的了解远不如前方。 如关向应曾致信王稼祥与谭政说：“（郭）化若同志关于

冀察晋边区粉碎日寇大举围攻中的经验与教训一文，对于战争指导上有相当的影响，其中对敌人的估计（这包括着战略与战役与

战术的问题）有许多不合事实、不正确的地方，只〔至〕少是太想象了，而且不少是反映五次‘围剿’ （国内战争）时的型式的重复。”
《关向应同志给王主任谭主任的信》，《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

二○师战史》编写办公室 １９９４ 年编印，第 ２５ 页。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说道：“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

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

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５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１），军事科

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２—１３ 页。
相关研究可参见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１９３４ 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１１ 页。
整体看，从武汉会战结束至百团大战开始前，日军对八路军的重视程度还是不足，对八路军的了解也较匮乏。 例如，日军

参谋部门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绘制的八路军实力统计表中，估计华北八路军主力仅有 １２ 万人，长短枪及轻重机关枪 ４ 万余支。 与当时八

路军的统计相比较可知，日军大大低估了八路军的力量。 在此，以一二○师为例进行说明。 截止到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一二○师已有

４􀆰 ７ 万人，长短枪及轻重机关枪２􀆰 ３ 万余支。 然而，日军１９３９ 年９ 月的统计中却判断一二○师仅有２􀆰 ６ 万余人，长短枪及轻重机关

枪 １􀆰 ４ 万余支。 百团大战开始后，日军被八路军打得措手不及，其实也与其低估八路军的实力有很大关系。 因此，日军后来总结

道：百团大战前，对中共了解确实不够，“在作战战斗情报及治安情报之综合利用方面颇嫌不足……在其夸示实力之前，对其实态

之掌握十分困难”。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廖运潘译：《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５９５
页；杨弘、卢云山编：《周士第将军阵中日记》，２００５ 年印，第 ２４９ 页；「北支那方面共産軍配置要図」、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
ター）Ｒｅｆ􀆰 Ｃ０４１２１５３７４００、昭和 １４ 年「陸支受大日記第 ６９ 号」其ニ（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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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过度吸引其注意力。① 然而，考虑到现实需要，对前方指挥员的尊重，尤其是不能完全把准日军

战斗力的脉，毛泽东也无法彻底反对前方的一些做法，只能予以包容。 因此，进入抗战战场后很长

一个时期内，八路军在作战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运动战色彩。 对此，彭德怀在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以下简称“北方局”）高干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有过详尽说明。 他说，百团大

战前“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曾经过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平型关的胜利到粉碎九路围攻”，特点

是“基本的是集中兵力、协同友军打击敌人”，“基本上是有后方的正面作战，但仍有相当大的一部

分散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太原失守前与失守后，集中有程度上的不同”。 第二时期为“粉碎九

路围攻到去年三月三十个团的整军”，特点是“全部转入敌后，由正规军分散进行游击战，由正面的

正规战转入敌后的游击战，由集中指挥到分散指挥。 但还进行了部分的运动战”。 第三时期为“去
年三月三十个团的整军到百团大战的开始”，特点是“分散与集中相对的平衡，但在地域与时间上

均有不同。 地域上，如山东仍是以发展为主，河北、山西以巩固为主。 时间上，去年十二月以前与以

后，分散与集中亦有程度上的不同”。② 也正因此，后来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时，彭德怀说道：“八路

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

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 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

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③

三、 走向统一

由上可知，彭德怀等人坚持在作战时打一些运动战，而毛泽东对此也予以相当程度的包容，最
关键的原因是他们都没有较准确地摸清日军的战斗力。 故可以说，只要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大体

知道，以八路军现有实力，在较短时期内不可能具备对日军进行运动战的条件时，双方在作战原则

上的分歧也就有了消弭的可能性。 这个具有拉近双方认识意义的拐点，出现在 １９４０ 年冬季百团大

战结束之后。
百团大战，是抗战相持阶段八路军总部在敌后战场组织的最大规模战役攻势。 当时，八路军总

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猛烈破击日军“囚笼”支柱铁路交通线，以期威胁日军基本兵站线，迫使日军

从根据地内撤回一部兵力，从而延缓日军向根据地内的推进势头，减轻根据地的压力。 整个战役打

下来结果并不理想，八路军总部的设想基本落空。 不过，经过这次战役，前方的彭德怀等人和后方

的毛泽东都清楚认识到，以八路军的现有技战术水平和武器装备，无法同日军进行过多、过大的运

动战。 如在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完成的打击日军修路计划中，聂荣臻提出能够以三个营兵力对日军一个小

队施以歼灭的打击即可。④ 对比上文所提全面抗战前期八路军总部制定的作战要求：“山地以我军

７３

①

②
③
④

王震后来回忆道：“我到延安……当天主席就找我，我说：主席，百团大战是很大胜利……主席就不大高兴了，说：‘这是暴

露了我们……’。”《王震部长谈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一二○师战史的几个问题》（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

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二○师战史》编写办公室 １９９４ 年编印，第 ２３０ 页。 另外，毛泽东在百

团大战期间的讲话也反映出这种思路。 比如，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

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９ 月 ２３ 日，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时，毛又讲百团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

中一个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 这是“一次”，因为以后还要有；“更大规模”表示以前有过大规模的反“扫荡”，但这次

更大；“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表示不是战略反攻。 由此可见，相比前方和大后方，毛泽东这时明显在压低调门。 而这样做的目

的，自然是不希望百团大战引起对手的过多注意。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 ２０７—２０８ 页。
《关于百团大战》（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８１—８２ 页。
彭德怀：《庐山笔记》（１９５９ 年），转引自《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０８ 页。
参见《聂荣臻关于粉碎日军“治安肃正”计划致各部队首长电》（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八路军·文献》，第 ６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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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可以明显看出，八路军高

级指挥员此时已意识到之前低估了日军的实力，不得不降低对部队作战的要求。 然而，彭德怀等人

仍心有不甘。 １９４０ 年底，刘伯承在新年展望中依然强调：“进攻的破击仍成为一九四一年主要的作

战……破击重点首先放在基本段，其次方放在前锋段。 首先要求做到的，就是：使日寇基本铁路网

不能发展，然后才迫使其回到原来点线上去。”还说：“我们必须坚定信念于运动战中，以适当兵力

在适当时间内不避伤亡的战斗，消灭日寇一个大队。”①

既然希望继续打运动战，那么提升军队战斗力也就成了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的唯一选择。 因此，
在太行根据地反“扫荡”刚刚结束的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八路军总部就命令各部尽快完成补充。 １１
月 ２８ 日，又罕见地对各战略区下发了措辞严厉的冬春季 ４ 个月部队整训指示。 在此指示中，八路

军总部首先提醒各部：“必须深刻认识我军……在军事方面战术的、技术的以及一切管理教育的进

步，极为微弱”。 接着，列举了官兵在技战术上存在的种种缺点：

有不少中、下级干部在作战指挥中，尤不善于组织与指挥战斗；不善于掌握部队；不善于识

别地形、寻找战术上的优良机会；不善于组织火力与运动；不善于组织在各种不同情况运用适

切情况的战斗队形；不善于射击指挥与维持射击纪律；不惯与比邻部队之协同；不惯通讯联络；
不惯步炮协同；不识别各色〔种〕技术兵器之性质与威力与防护方法；不懂各兵种与各种兵器

之性能与威力；不善土工作业；不善特炮战斗；个别勇敢［者］以及个别部队，战术演成某些恶

劣作风等等。 在战士方面，则一般的各种战斗动作不熟练，不知利用地形、地物；射击技术很

差，不懂射击纪律，不爱惜弹药，不会打手榴弹，不会刺杀，白刃扑搏的顽强性不够，不知爱惜武

器等等。

最后，提出整训中军官、士兵的教育与训练重点，要求军队在整训时围绕这些重点展开，提高部队技

战术水平。②

不仅如此，事实上，八路军总部还尝试进一步改良军队的武器装备。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彭德

怀致电毛泽东，汇报太行兵工厂 １９４１ 年的生产计划。 他说，１９４１ 年太行兵工厂的预算初步定为

５００ 万元，至少要生产出步枪 ３３００ 支、掷弹筒 ３５００ 具、步枪子弹 １００ 万发、炮弹 ２０ 万发、手榴弹 ７０
万枚。③ 比起太行兵工厂 １９４０ 年的实际产量———步枪 ３３６０ 支、步枪子弹 １２􀆰 ２ 万发、手榴弹 ７􀆰 ４ 万

枚④，可以说，彭德怀提出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增产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在一年后可

以改善 ４０ 个步兵团的装备，令其达到“日军山地低级步兵装备”的水准。⑤ 可见，在百团大战结束

后，八路军总部设计了一个异常庞大的强化军队的方案，尝试从官兵技战术水平和部队武器装备两

方面同时着手，以尽快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然而，就当时的情势论，八路军根本不具备在较短时期

内完成这一方案的基本条件。
首先，提高官兵技战术水平问题。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成果被广泛用于战争，武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我们怎样从一九四〇年向一九四一年迈进》（１９４０ 年），《刘伯承军事文选》（１），第 ３４３—３４４ 页。
《朱德、彭德怀、左权关于冬季军事教育的指示》（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八路军·文献》，第 ５８９—５９０ 页。
参见《彭德怀关于一九四一年军事工业生产计划致毛泽东电》（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八路军·文献》，第 ６０５ 页；王焰主

编：《彭德怀年谱》，第 ２４４ 页。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军工部一九四零年工作总结》（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

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４），兵器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２２ 页。
《彭德怀关于一九四一年军事工业生产计划致毛泽东电》（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八路军·文献》，第 ６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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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大增，战争对于军事人员文化水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然而，在这方面，八路军

明显先天不足。 由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民文化素质提高速度异常缓慢。
１９３０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估计“全国不识字的民众，约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① 考虑到城乡之

间的差异，大致可判定，农村不识字民众的比率应在 ８０％以上。 以农民为基本力量逐渐发展起来

的八路军的整体文化水准，当然也无法令人满意。 据罗瑞卿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初的报告，一二○师 １９４０
年统计，“班以上干部识字不足五百者尚占百分之三十六，团级干部百分之十六，营级百分之三十

五，连级百分之五十，排级百分之六十五”，“战士识字不足五百者占百分之六十七”。 一二九师

１９４１ 年统计，“排以上干部识字不足一千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团级百分之一点九，营级百分之四

点四，连级百分之十五，排级百分之三十七”，“战士识字不足五百者为百分之七十六”。② 由于文

化程度低，八路军基层官兵试图短时期内完全掌握武器的科学使用方法时，常常会遇到巨大困难。
如一二○师塞北军分区反映，教员所讲授的内容，战士“能懂得约 ５０％ ，但能记住的恐不到 ３０％ ，好
多战士今天讲的课目当天能讲出一部分，但到明天便忘记了”。③

此外，当时敌后的环境也不利于八路军以较大规模集中起来进行整训。 在日军点线密布的平

原地区，如果八路军以旅、团为单位集中起来，得到情报的日军很快就会从各据点出动，向八路军驻

地进行包围合击。 如 １９４０ 年秋，冀南军区新四旅集中起两个团，准备进行阅兵，以推动军队正规化

建设。 然而，此时日军也分路向其驻地包围过来。 旅指挥机关只好取消阅兵，组织突围。④ 在山

区，八路军以旅、团为单位集中后遭日军合击概率虽远小于平原地区，但还是要派出相当数量的部

队担任警戒，以防不测。 如三八六旅所属七七二团为保障 １９４１ 年全团整训顺利进行，最多时曾派

出 １ ／ ３ 的部队到日军据点附近游击。⑤ 而且，由于山区过于贫瘠，如何保障集中整训部队的给养供

应也是一个大问题。 如为了供给整训期间所需的粮食，在 １９４１ 年整训开始前，七七二团指挥机关

不得不将大部分部队抽出，派入敌占区征粮。⑥ 总体来看，由于自身缺陷和外部环境恶劣，八路军

的技战术水准基本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
其次，发展兵工改善部队武器装备问题。 彭德怀等人要扩大发展兵工厂生产，首先就需要解决

５００ 万元建设资金的问题。 但就中共 １９４１ 年的情况而言，实际上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如此巨

额的款项。
全面抗战前期，对于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最

重要者，应是按月发放的军饷 ６０ 余万元。 而其中半数必须留给陕北后方开支，所以真正可供八路

军支配者每月仅 ３０ 万元左右。 朱德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致电毛泽东讲道：“山西我军已达九万人，每
月经费仅三十万元，吃穿用全部在内。”⑦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７ 日致电华北各部，又讲道：军饷“除陕北留

守兵团（十二个团）巩固边区政权及河防所必须之经费外，剩余给前方款暂兑三十一万八千元”。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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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董风生：《广州的文盲问题》，《新宇宙》第 ２ 卷第 １ 期，１９３５ 年 ７ 月，第 １２ 页。
《罗瑞卿同志关于部队文化水平及教育状况向总政的报告》（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

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６０５ 页。
《塞北军分区司令部一九四二年年终军事工作总结报告》，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

军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４０７ 页。
《吴富善回忆录》，蓝天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２９７ 页。
参见《第七七二团 １９４１ 年作战总结报告》（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 １０９ 团历史资料汇编》，红军团史

编写组 １９９３ 年编印，第 ３７６ 页。
参见《第七七二团 １９４１ 年作战总结报告》（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 １０９ 团历史资料汇编》，第 ３７６ 页。
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７７３ 页。
《朱德等关于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致各兵团首长电》（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７ 日），《八路军·文献》，第 ３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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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笔款的数量太少了，大致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就已不敷八路军开支。① 因此，全面抗战前

期，八路军主要还是依靠从华北根据地筹粮筹款，应对日益增加的脱产人员与各项建设事业的需

求。 而面对八路军不断增多的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根据地则很快表现出疲倦与不支。
到 １９３９ 年末至 １９４０ 年春，根据地潜力耗尽的趋势已很明显，以致连部队军粮供给都出现了严重

短缺。②

华北前方困难，陕北后方的情况也不好，尽管有八路军的一半军饷及其他外部援助资金补助。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朱德致信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我回延安已四个月，参观过许多工

厂及一切建设，并讨论过财政经济及过去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个

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③可见，截止到 １９４０ 年春夏之交，中共的财政经

济问题已相当严重。 而国民党政府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停发八路军军饷，则使整个财政经济形势进一

步恶化。 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可能再抽出资金用于发展兵工生产。 所以，接到彭德怀 １９４１ 年太行

兵工厂生产计划电后，毛泽东于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复电，直截了当地告诉彭：“兵工厂依现有条件很

难扩充。”④

实际上，当时不仅是无法在较短时期内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百团大战后，由于日军变本加厉推

行“蚕食”“扫荡”政策，及国民党政府施行限制政策，根据地人力及物资供应更加困难，中共方面连

如何维持部队现有战斗力，都逐渐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⑤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

又愈益表现出保存实力、以待战后的趋势⑥，再继续拼下去、消耗基本力量的后果已经非常清楚了。
不仅不可能改变敌后战场的态势，而且会严重影响战后中共的生存。 因此，大概到 １９４１ 年夏，彭德

怀等人已不再如过往一般坚持集中兵力进行突击、打运动战了。 ５ 月 ２１ 日，八路军总部致电各战

略区，指示他们研究不使用大兵力而能持续进行有效破击的方法。⑦ １１ 月 １ 日，彭德怀在北方局扩

大会议上又进一步谈道：“由于敌我装备的悬殊，敌寇广泛地采用堡垒主义，普遍地修路掘沟，逐渐

封锁与割绝我根据地，因此运动战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在平原已经不可能。 游击战的比重大

大增加；普遍的游击战，已成为敌后最基本的战争形式”，“今天的正规军，基本上应着重于提高质

量，学习游击战，反对不适合战争环境的军事公式主义与形式主义。”⑧这一态度明显向毛泽东的一

贯主张靠拢。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中共中央致电各战略区，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
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

式……与敌人周旋……反对空喊运动战……空喊决战，急躁盲动”。⑨ １２ 月，左权在北方局扩大会

议上作新一年规划时讲道：“巩固根据地，积蓄力量，拖时间”是 １９４２ 年的基本方针。 “在不利情况

下之反‘扫荡’作战，一般的应采取灵活的、分散的、先后的转移，遵照一般的内线作战指导原则已

不适用了，一般是初期以积极的游击动作，其主要目的是查明情况，中期是分散的转移，末期向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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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加强统战教育》（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周恩来军事文选》（２），第 ７２—７３ 页。
参见《林枫副委员长谈抗日战争时期一二○师即晋绥根据地战争的几个问题》，《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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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德、彭德怀关于青纱帐期间交通破击之准备工作致贺龙等电》（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八路军·文献》，第 ６４３ 页。
《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１２２—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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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或适当的集结打击敌人”。 “向敌主动［进行］战役作战，力求短促与干脆，一般不采用百团

大战形式，而是分区的、先后的进行，当然某一区进行时，邻区之配合是可以的、必要的”。① 至此，
中共高层在作战原则上的分歧终于弥合，前后方的意见完全统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华北战争形势变化，迅速决定以全力在敌后战场活动，发动民

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壮大力量、长期坚持、辅助国民党军正面抵抗。 不过，面对变化不定

的形势、陌生的环境与全新的强大对手，如何才能最有效率地实现这些目标，中共中央没有充分的

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相当程度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因此，对于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具体

问题的处理思路与方式，中共高层间出现一些不同意见和看法，也属正常。 本文所讨论的敌后作战

原则存在分歧问题即是其中一例。
中共高层间关于作战原则的分歧与诸多因素有关，但最关键的则是很长时期内对日军战斗力

都不完全摸底。 军事作战是一个“不同于只有一种答案的数学例题”的实践问题，“许多可以使用

的解答方法之中哪一种最好，在做出尝试之前，谁都说不出来”。② 面对现代化的日军，认知上出现

落差难以避免，而毛泽东面对这一问题时，其态度的坚决与处理方式的审慎，又可见一个杰出领袖

的韬略。 当不断积累起来的作战经验使得中共高层一致意识到，以八路军的实力不具备对日军进

行过多、过大规模突击的条件时，一块石头终于安然落地。

〔作者邹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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